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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

———对《纽约时报》2000 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

严怡宁

摘 要 鉴于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事件的概念开始从仪式性事件延

伸至破坏性事件，破坏性媒介事件也被认为是肇事者和媒体的合作。文章

对《纽约时报》2000 年至 2011 年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

析，发现报道已嵌入了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框架，起到了满足分裂分子诉求

的作用。有鉴于此，中国应从及时公开信息、传播中国少数民族常态生活、
加强对民族问题的信息预警机制以及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着手，

增进国际社会的全面了解，削弱乃至消除《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以破坏性

媒介事件框架报道中国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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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元化边界不断被销蚀、信息呈现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

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被嵌入了国际化语境。在民族分裂分子频频引发冲突的情况

下，世界头号传媒强国美国的国际性主流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关注较多，并影响与

之相关的国际舆论。那么美国媒体究竟是如何呈现中国民族问题的面貌的? 本文

将采用媒介事件的视角分析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并进一步思考中

国民族问题的全球传媒语境。

一、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媒介事件”的概念是由戴杨和卡茨提出的，他们在 1992 年出版的《媒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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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播的历史》一书中基本确立了媒介事件的研究范式。媒介事件是指那些能够

改变电视正常播出安排的重大事件，通常会获得特别的报道和关注。这类事件往往

经过策划，具有仪式感和历史性，担负着“庆典仪式的功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寻常

事物转移至仪式上来”。① 皇室婚礼、国葬、总统就职仪式、人类登月、萨达特访问耶

路撒冷、奥运会等重大仪式都会得到大量报道，记者则置身其中成为事件的一部分，

受众的注意力也被牢牢吸引。戴杨和卡茨将这类事件总结为“加冕、征服和竞赛”②，

媒介通过大量报道凸显其重大性、仪式感和历史意义。媒介事件被认为能够整合社

会、调和冲突、重唤忠诚感，维护中央机构的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的符号与理想状态。
因而，戴杨和卡茨认为，媒介事件是仪式的组织者和媒体合作的成果，其喻义就是

“战争不再”。
但是这一范式也被不少学者批评为具有较大局限性，缺乏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涵

盖。随着冲突和灾难事件越来越得到媒体的重磅报道，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去中心化

使得人们对仪式性事件的注意力逐渐下降，这一局限愈发明显。为此，利比斯提出

了“灾难的马拉松”概念，意指媒介连篇累牍地大量报道冲突灾难事件现场，并采访

专家深究原因，甚至批评官方。③ 媒介事件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也得到延伸，卡茨与利

比斯在 2007 年将灾难、恐怖事件以及战争等具有破坏性的事件纳入范畴。他们承

认，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的仪式性事件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 随着受众的碎片化、媒

介和政府的可信度降低，受众对“行动”的兴趣逐渐超过“仪式”。因此，当下占据媒

介中心位置的是破坏性事件，这种媒介的景观被其比作“和平不再”。④

在媒介事件的最初概念中，仪式的事先策划是一个重要特点。卡茨与利比斯认

为，仪式性的媒介事件是媒介与组织者( 如奥组委、皇室等等) 合作完成的，已事先就

如何呈现事件达成共识，是为巩固权力的控制服务的。他们认为破坏性事件则恰恰

相反，它们正是为失控而生。在这类事件中，媒介不再为权力所控，但由于媒介缺乏

足够的准备来对事件做出充分反应( 比如深入的思考、调查等) ，报道往往按照肇事

者的剧本发展，结果被反权力的势力控制，⑤因此破坏性的媒介事件可以视作由肇事

者与媒体共同打造。
破坏性媒介事件的肇事者将与媒介的“合作”视作达成其诉求的重要手段。很

多学者都针对恐怖分子制造的媒介事件展开论述。维曼认为，在破坏性媒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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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恐怖分子根据媒介的喜好精心挑选目标、地点和时间，以迎合媒介对新闻价值的

判断以及媒介的工作时间表。① 在其 1997 年的报告《恐怖主义、媒介和政府: 视角、
趋势和决策者的选择》中，美国国会的研究人员珀尔对恐怖分子的媒介诉求做出如

下分析: 他们需要自己从事的“事业”得到宣传，以获得世界对其“事业”的同情和理

解; 他们要让公众明白其正在进行的“事业”是正义的，暴力冲突只是对抗邪恶势力

的无奈之举和唯一路径，同时也希望媒介将其行动描绘为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意识形

态斗争，并宣传他们的观点，从而获得其组织和行动的合法化; 肇事者还希望媒介能

够放大和传播恐惧，进一步造成经济损失，从而通过营造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给政

府带来压力，最终迫使政府过度反应而采取不妥行为。② 亚历山大则进一步指出，恐

怖主义就像广告一样，通过聚焦大事件，以及反复上演事件保鲜特定话题，从而增强

了信息的效果。③ 被称为“城市游击战之父”的马里盖拉的论述印证了上述分析。他

认为恐怖主义与媒介具有协同关系，并将“操纵媒介”视为“武装的宣传”，作为战争

的三大策略之一。④ 拉科尔因此强调，媒介是恐怖分子的最佳伙伴，恐怖分子的独自

表演毫无意义，媒介曝光才是王道。⑤

随着媒介技术和全球媒介的发展，破坏性媒介事件具有全球空间，它们吸引了

全球媒体，也获得了全球观众。哪怕是遥远角落的冲突事件，也能以最快速度暴露

在全球受众面前，这一扩大的空间和受众使得肇事者更加倚重对媒介事件的利用。
在国际社会空间，破坏性媒介事件的震撼力带来的震惊、愤怒、哀痛等情绪可以成功

跨越语言和国别障碍，引起全球受众的共鸣。当事件的媒介空间延伸至全球，肇事

者就更容易绕过政府的信息控制，并使信息起到放大效应。通过让遥远的人们感受

事件，肇事者使国际受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冲突背后的诉求随之浮现。而随着事

件向国际社会层面的拓展，政府的问题被放大，政府承受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大，也更

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和失误。同时肇事者通过全球曝光，摇身成为全球风云人物，从

而具备了引领舆论甚至设定议程的能力。此外，肇事者还进一步通过迎合国际媒介

以及其他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加强国际社会对其诉求的认同，增强其行为的合法性，

同时使政府被孤立，国际压力增大。可以说，全球媒介带来的全球空间和全球受众

放大了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效益，肇事者的诉求进一步成为可能。
在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概念中，政府及其权力则是失控的，丧失了在仪式性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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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pp．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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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ion Press，1979，pp． 1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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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政府与权力机构的媒介诉求正是指向对控制力的恢复，正

好与肇事者的诉求相反。珀尔列举了政府的一系列具体诉求，包括设置媒介报道议

程、清除肇事者的曝光机会、为肇事者塑造罪犯的媒介形象、消除过于紧张或悲痛的

气氛、提升政府的媒介形象、控制肇事者的信息途径，甚至需要媒介主动地谨慎处理

肇事者散布的不实信息、保守国家机密，以及必要时配合政府散布策略性的信息

等等。
就媒介的反应而言，破坏性事件天然符合媒介对新闻价值的需要，因此从某种

意义而言，在事件公之于众的一刹那，在政府未及反应之际，媒介实现了肇事者的意

图，达成了与肇事者的合作。但是与仪式性媒介事件中媒介被政府系统化、制度化

操纵不同，破坏性媒介事件中媒介与肇事者不存在这种秩序化的关系，因此一些学

者认为肇事者对媒介的控制力并非那么强大，因为作为在特定社会文化制度下运作

的组织机构，媒介对现实的再现总是基于强化自身文化内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需

要。有学者对美国 CNN 等六大电视网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媒体在“9·11”事件中都

显示了支持美国社会结构和核心价值观的报道理念。① 鲁勒对《纽约时报》新闻评论

的文本分析则发现，该报在对“9·11”事件表现震惊和哀痛之余，还塑造了国家英雄

的形象，美国总统和纽约市长成为引领人民克服哀伤、迎接敌人、重整家园的领袖，

其决策行动备受肯定。消防员、警察等公务人员也都在报道中树立了高大的英雄形

象。通过对“9·11”事件的报道，公众情绪被统一在国家利益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面前，社会再次被整合。②

但是，当破坏性媒介事件延伸至全球空间，媒介报道成为跨国行为，媒介、受众

与媒介事件原生地的社会不再共享共同的社会文化制度，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束缚

荡然无存。这时媒介事件是在媒介所在国的制度和利益框架下建构的，其中将涉及

媒介所在国与事件发生国以及肇事者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受到两国媒介文化制度的

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性媒介事件的呈现将显现很大的复杂性。
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受到了这种复杂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媒介

技术和全球空间的发展，分裂势力频频制造事端意欲吸引全球目光以达到其诉求。
其组织对于新媒体的运用和渗透也不遗余力，网上论坛、推特、脸书上都不乏其身

影。在分裂分子的策划运作下，“3·14”事件和“7·5”事件的破坏性使得中国的民

族“问题”被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不同政治文化框架的国外媒体如何理解

中国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民族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等问题的交织是一个难题; 而中国民族问题与国际及地区局势的关联，更使得

外国媒体的报道受到国际关系和利益的影响。

①

②

Kirsten Mogensen，“Television Journalism during Terror Attacks”，Media，War ＆ Conflict，Vol． 1，No． 1，
2008，pp． 31—49．

Jack Lule，“Myth and Terror on the Editorial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Ｒesponds to September 11，2001”，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 79，No． 2，Summer 2002，pp． 27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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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态势下，国际媒体究竟会如何反映中国的民族问题，它们是

否会将中国的民族问题设定在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框架中，是否扮演了与分裂分子

“合谋”媒介事件、助力肇事者诉求的角色?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以《纽约时报》2000 年以来的中国民族问题报道为研究对象

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以揭示国际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呈现。《纽约时报》有着“档

案记录报”的美誉，非常重视国际新闻，是美国大报中刊登国际新闻最多的报纸，因

其高质量的世界报道，成为引领国际舆论的世界主流大报。
本研究所谈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指与民族话题相关的内容，并非

特指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以“中国”和“民族的”为关键词，在 LEXIX-NEXIS 的

数据库中共搜索出《纽约时报》2000—2011 年 12 年间的相关报道 165 篇。研究以文

章段落为主要分析单位，对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报道的话题、少数民族对象、中国

主体社会形象的正负倾向、消息源的使用、报道的时间框架、涉及的其他国家地区和

跨国组织等指标进行了量化研究，并辅以对标题、关键词以及重点报道具体内容的

文本分析。

二、研 究 发 现

( 一) 破坏性事件吸引媒介关注

图-1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时间分布和数量变化

从《纽约时报》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来看，2008 年的“3·14”事件和 2009 年的

“7·5”事件无疑成为显著的媒介事件。事件发生的月份中报道篇数都冲向高值，

“7·5”事件期间则达到了报道数量的最高峰。受两个事件的影响，事件发生年度内

也是连续几个月出现较多报道，说明报纸不仅关心突发事件本身，还对事件的后续

情况颇感兴趣。2008 年，另一个仪式性媒介事件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凸显了民族冲突



56 外交评论 2013 年 第 5 期

这一破坏性媒介事件对失控的诉求，因此报纸的相关聚焦继 3 月份后再次上升，报道

数量又一次冲高。
“3·14”事件和“7·5”事件作为破坏性媒介事件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报纸的关

注度和报道数量来看，2008 年成为分水岭。2008 年的“3·14”事件加上接踵而至的

2009 年“7·5”事件，强化了外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注。自 2008 年以后，相关报道

数量较之前大增。2000 年至 2007 年，《纽约时报》总共只有 28 篇相关报道，而 2008
年至 2011 年，在时间跨度不及前者的情况下，报道总量达到 137 篇，前后差距非常明

显。另外还可以看到，在 2000 年至 2007 年的八年时间里，《纽约时报》只有 19 个月

有相关报道分布，而 2008 年至 2011 年的短短四年里，就有 35 个月份有相关报道。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现来看，中国民族问题中媒介事件的暴烈程度越高，引

发的媒介关注就越强。尽管西方关注西藏问题由来已久，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也较

大，但很明显暴力程度更甚的“7·5”事件聚集了更多的报道资源。“3·14”事件从

发生到 4 月底的一个半月内共有 13 篇报道，而“7·5”事件仅 7 月份就有 16 篇报道，

紧接着 8 月又有 5 篇报道。文体应用也有所反映，有关“3·14”事件的 13 篇报道中

只有 1 篇是细节详尽的特写文章，其余都是通报情况的消息类报道。而“7·5”事件

第一个月内的 16 篇新闻中有 5 篇都是特写报道，占了近三分之一。“3·14”事件和

“7·5”事件都较多运用了现场图片，“3·14”事件的 13 篇报道中有 8 篇配发图片，

“7·5”事件则配图更多，16 篇中有 13 篇。中国民族问题通常上《纽约时报》头版的

机会不多，但“3·14”和“7·5”事件的第一个月里均有报道上头版，“3·14”事件为

2 篇，“7·5”事件则为 3 篇。
( 二) 媒介事件框架中的残缺镜像

1． 冲突的碎片

表-1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话题分布

报道话题 频率 百分比( % ) 报道话题 频率 百分比( % )

中央政府和外交 343 14． 7 医疗保健 22 0． 9
政治 73 3． 1 宗教 74 3． 2
地方政府 68 2． 9 民族关系 127 5． 4
人权与民主 368 15． 8 环境 7 0． 3
经济贸易财政 33 1． 4 人口 20 0． 9
军事国防安全 133 5． 7 土地住房 1 0． 04
教育 17 0． 7 社会动荡 625 26． 8
娱乐 21 0． 9 旅游交通 12 0． 5
体育 18 0． 8 人情味 72 3． 1
科技 4 0． 2 灾难 10 0． 4
能源 4 0． 2 文化艺术 37 1． 6
法律道德 167 7． 2 其他 58 2． 4
劳工 21 0． 9 合计 23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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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具有丰富多元、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历史与现实交织、国际

国内相互渗透的民族关系，以及复杂的少数民族发展状况，但是《纽约时报》这一享

有很高国际报道声誉的世界主流大报，在 2000—2011 年的 12 年报道里未能尽量全

面地展示中国的民族状况，相反从长达 12 年的报道里看到的是中国民族镜像的严重

残缺，中国的民族问题只剩下冲突和暴力。
从报道话题来看，《纽约时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基本都是围绕冲突性的突

发事件展开的。其中话题比例最高的是社会动荡，占了近 30% ; 其次是由这些冲突

引申出的人权民主话题，占比近 16% ; 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央政府与外交话题，主要是

关于政府针对突发事件的反应( 14． 7% ) ; 排在第四位的法律道德话题( 7． 2% ) 也是

由突发事件延伸出的司法内容; 排在第五位的军事国防安全话题( 5． 7% ) ，则与骚乱

事件后派出安全部队有关。可以看出，前五位话题全部围绕冲突事件展开，因此分

裂分子制造事端吸引国际传媒眼球、寻求全球曝光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中国民族问

题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框架已基本被冲突事件的肇事者定型了。
值得注意的是，与深层分析有关的“民族关系”话题仅排名第六，占 5． 4%。有助

于全面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报道就更少了，比例超过 1% 的话题只有人情味、文
化艺术和经济贸易。通常为媒体所关注的经济领域，只有 1． 4%，人情味话题略多

( 3． 1% ) 、文化艺术报道仅占 1． 6%。体育、科技、能源、旅游、住房、环境、人口、灾难、
劳工、医疗等话题均未超过 1%。

可见《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镜像主要由各个冲突事件的碎片组成，在

冲突事件之余，报纸并未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怎样生活，民族关系如何发展，民族政

策如何实施。碎片之间缺乏最基本的黏合剂，这样的镜像势必是扭曲的，世人通过

报纸看到的中国民族问题也只能是一个由冲突肇事者策划出的怪胎。
2． 民族的残缺

表-2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中的民族分布

民族 段落数量 百分比( % ) 民族 段落数量 百分比( % )

藏族 760 51． 60 布朗族 1 0． 07
维吾尔族 623 42． 29 佤族 1 0． 07
蒙古族 62 4． 21 彝 族 31 2． 10
朝鲜族 1 0． 07 裕固族 2 0． 14
回族 15 1． 02 柯尔克孜族 1 0． 07
拉祜族 2 0． 14 瑶族 1 0． 07
纳西族 2 0． 14 傣族 1 0． 07

尽管中国是一个具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大家庭，但《纽约时报》12 年的报道完

全反映不出中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时报》提及少数民族

的有效段落中，中国的民族舞台几乎只有藏族和维吾尔族的独舞。被提及的少数民

族总共只有 14 个，其中超过一半的有效段落提及藏族，提及维吾尔族的段落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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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蒙古 族 也 是 由 于 发 生 抗 议 事 件 得 到 相 对 集 中 的 报 道，因 而 排 名 第 三

( 4． 21% ) 。其他 11 个民族除了彝族、回族超过 1%，基本都在 1% 以下。其中只有彝

族有一篇专门的报道文章( 关于吸毒问题) ，其他 10 个少数民族都没有专门篇章报

道，仅仅是报道其他民族时在段落中被提及。
《纽约时报》报道中的民族分布与该报对破坏性媒介事件的偏爱是相吻合的。

藏族和维吾尔族正是由于分裂分子高调寻求媒介曝光频频制造冲突事件，从而得到

了远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的见报频度。因此，《纽约时报》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报道

数量和比例，既不反映中国多民族的现实，也不体现民族的人口比例，而是完全与制

造冲突问题的程度和频度相匹配。这对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状况的认知是很

不利的———在中国大量的少数民族被无视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状况其实是被分裂

事件的肇事者和外国媒体共同定义了。
( 三) 肇事者行动的合法化

正如珀尔所说，肇事者的一大媒介诉求就是使其从事的活动合法化，以争取公

众和世界的同情和支持。纵观《纽约时报》12 年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冲突框架，可以

看到肇事者的这一诉求已被报纸充分体现。
1． 偏负面的中国主体社会和无能专制的政府

图-2 《纽约时报》对中国主体社会的整体形象塑造

从《纽约时报》对中国主体社会的整体形象塑造来看，负面和中性形象占据了主

导地位，其中负面略多，占有效段落的 51%，中性则为 48%。而指向正面形象的段落

只有微不足道的 1%。在民族关系的冲突框架中，中国政府被呈现为粗暴、压制、无
能的形象。“共产党政府”、“共产党统治”这类词汇被频频使用，“当局”等具有贬义

的词汇也频繁出现，以降低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法执政地位。在《纽约时

报》的报道中，中国政府变成了强占西藏、新疆，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少数民族，灭绝

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邪恶势力。
其实，早在 2008 年以前的报道就已经因循这样的叙事路线，比如藏民对教育政

策的不满、少数民族持异见者对政府的挑战、记者报道自由的限制等等屡屡成为报

道话题。“3·14”和“7·5”事件之后，这一形象更加得到强化。《纽约时报》甚至借

达赖之口把中国政府比作欺凌小鹿的老虎。在事件处理方面，中国政府则往往被赋

予“强硬路线”、“加强控制”、“镇压反抗”、“操纵局势”等强势词汇。中国政府在民

族问题上被指责的低能罪状则包括: 不会倾听另一种文化的声音，不懂得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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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族文化，不知如何解决问题，民族政策被屡屡质疑。“7·5”事件报道更把中国政

府描绘为前期处理问题不及时、后期处理扩大化的形象。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中国政府是极权主义的再现，那么肇事者的反抗就成

了理所当然。可以说在中国民族问题的媒介事件中，肇事者的合法化诉求与美国媒

体的意识形态观念找到了契合点，从而促成了二者的“共谋”。
2． 分裂活动的悲情和英雄主义色彩

在《纽约时报》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报道框架中，少数民族是被压迫的族群，分裂

分子就理所当然成为反抗压迫的代言人。当报道将西藏、新疆称作被“武力”“侵略”
和“占领”的地区，当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侵蚀，经济利益受到剥削，人口被稀

释，分裂活动就开始从被压迫的悲情中透出反压迫的英雄色彩。《纽约时报》在

“7·5”事件的报道中，借《中华帝国边缘的争执》一文( 2009 年 7 月 12 日) 声称，维

族人心中的历史与官方说法完全是两个版本，维族人被称作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主

人，汉族则被描绘为 1949 年之后的“入侵者”。《纽约时报》还不时提及上世纪 50 年

代和 80 年代的几次西藏骚乱，把它们视作争取独立的斗争，欲以藏独的长期存在来

暗示其合理合法性。
同时，报纸还着重烘托了分裂分子的代表人物———达赖和热比娅的“英雄”形

象。在新闻报道中，达赖喇嘛展现出的是热爱和平、呼吁人们诉诸“非暴力”手段争

取权利的仁慈形象，是保护族人远离伤害的保护伞，是藏人合理主张自身权利的典

范。在《纽约时报》关于热比娅的特写中( 2009 年 7 月 9 日《她在中国崛起又被驱逐，

一个维族女人成为代表其族人的面孔》) ，报道则叙述了她如何在个人奋斗成功后心

怀维族权利的政治抱负。热比娅成了率领儿女投入政治斗争，导致子女入狱的另类

母亲，被同时赋予悲情与英雄色彩。这种英雄叙事使得分裂分子及其组织披上了带

领族群与“强权”斗争、争取幸福的外衣，其目的和行为被自然而然地合法化。
3． 消息源的形塑作用

表-3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消息源分布( %)

消息源身份

消息源国别

境内的中
国消息源

境外的中
国消息源

境内的外
国消息源

境外的外
国消息源

不详 合计

中央官员 5． 58 0． 00 0． 06 1． 30 0． 26 7． 20
政界资深人士 0． 06 0． 00 0． 00 0． 13 0． 00 0． 19
地方政府官员 6． 29 0． 13 0． 00 0． 26 0． 13 6． 81
公务人员 3． 50 0． 00 0． 06 0． 39 0． 00 3． 96
商务人士 0． 13 0． 00 0． 06 0． 13 0． 13 0． 45
媒体人士 0． 39 0． 00 0． 06 0． 13 0． 26 0． 84
知识分子 5． 26 0． 78 0． 91 6． 68 2． 34 15． 96
学生 1． 23 0． 00 0． 00 0． 06 0． 00 1． 36
农民 0． 13 0． 00 0． 00 0． 00 0． 00 0． 13
工人 0． 06 0． 00 0． 00 0． 00 0． 00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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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消息源身份

消息源国别

境内的中
国消息源

境外的中
国消息源

境内的外
国消息源

境外的外
国消息源

不详 合计

商贩 0． 91 0． 00 0． 00 0． 00 0． 00 0． 91
军事安全人士 0． 84 0． 00 0． 00 0． 13 0． 00 0． 97
宗教人士 3． 05 0． 26 0． 00 0． 19 0． 19 3． 70
持不同政见者 0． 91 4． 28 0． 00 2． 40 0． 84 8． 44
普通老百姓 10． 90 0． 00 1． 82 0． 19 0． 06 12． 98
中央政府及部门 4． 41 0． 45 0． 00 0． 78 0． 13 5． 78
地方政府及部门 3． 70 0． 13 0． 00 0． 00 0． 06 3． 89
军事 /国防 /公安 /安全单位 0． 13 0． 00 0． 00 0． 00 0． 00 0． 13
媒体 13． 00 0． 20 0． 10 2． 40 0． 20 16． 00
医院 0． 10 0． 00 0． 00 0． 00 0． 00 0． 10
研究机构 0． 10 0． 00 0． 00 0． 10 0． 00 0． 10
非政府组织 2． 10 0． 90 0． 00 4． 60 1． 50 9． 10
企业 0． 00 0． 00 0． 00 0． 00 0． 06 0． 06
国际组织 0． 00 0． 00 0． 00 0． 26 0． 00 0． 26
不详 0． 19 0． 00 0． 19 0． 00 0． 32 0． 71
总计 63． 08 7． 14 3． 24 20． 12 6． 49 100． 00

在西方媒体的专业主义追求下，从消息源处引用信息，将事实与记者的主观意

见分开，成为西方媒体最常用的报道手段。正是由于消息源引用作为操作手法与

“客观公正”的天然联系，其对报道框架的支撑作用更隐蔽，也更有效。
从《纽约时报》12 年中国民族问题报道消息源的分布来看，媒体引用率最高，占

16%，其中又以境内媒体为主，占 13%。其次为知识分子，近 16%，境内外各半。列

第三位的是普通百姓 ( 未指明具体身份的普通人) ，接 近 13%，以 境 内 为 主 ( 近

10． 9% ) ，加上工人、农民、商贩、学生等，来自境内普通人的消息源总共略超 13%。
排第四的消息源是非政府组织，占 9． 1%，以境外为主。第五位是持不同政见者，比

例超过 8%，也是以境外为主。国内地方官员超过 6%，中央官员近 6%，其他公务人

员近 4%，中央和地方部门都各在 4%左右。宗教人士的比例接近 4%。军事安全机

构及个人所占比例都很低。
尽管官方消息作为权威消息源历来受到媒体普遍重视，但《纽约时报》将中国政

府视作冲突双方之一，因此中国官方消息成为与种种竞争的声音并存的信源之一。
在中国的民族问题报道中，《纽约时报》引用了不少冲突事件的观察记录者( 比如媒

体) 和亲历者( 经历冲突的百姓) ，以及媒体认为相对中立的思考者( 知识分子) 。作

为外国驻华媒体，《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很多时候无法身处事件现场，因此转引其他

记录者和目击者成为其还原现场和真相的重要手段，思考者则帮助媒体进行评判和

分析。
但是《纽约时报》的消息源使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在《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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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频频引用中国媒体( 因其对现场和重要信息的接近性) 时，就非常顾忌其国有

性质，因此并没有把它们视作中立的观察记录者，常常在上下文里强调对中国媒体

的质疑。比如报纸在引用新华社时，往往会强调“并没有第三方独立证据的佐证”。
同时《纽约时报》也借对中国媒体态度的解读来推测中国的强硬立场。该报在引用

新华社对莎朗·斯通就汶川地震发表不当言论的批评时，就截取了最激烈的表

达———“莎朗·斯通是全人类的公敌”，并将这种激烈表达植入中国百姓攻击家乐

福、抵制斯通的电影等背景信息，塑造出中国与西方的一种非理性对抗。一些对亲

历者如僧侣、藏族和维族商贩或居民的采访，则往往用来印证与政府和国有媒体相

左的论调。知识分子中有一半是境外身份，也总是表达与中国官方不同的意见。值

得注意的是，消息源中还存在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是以境外

身份为主。这类消息源基本上都与中国政府唱反调，对中国的民族状况持批评和反

对意见。
因此，《纽约时报》对消息源的运用力图从专业操作的角度去印证中国民族冲突

的严重性和政府在民族政策中体现的极权与专制，从而成为分裂分子肇事行动合法

化的重要支撑，再次显示了其与肇事者在破坏性媒介事件中的“合作”。
( 四) 先验的民族矛盾———破坏性事件的永恒性

表-4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时间框架

中国主体社会形象
时间框架

正面 负面 中性 合计 /占总量百分比

过去
频率 14 929 815 1758
时间框架中的百分比 0． 8% 52． 8% 46． 4% 75． 5%

现在
频率 3 118 185 306
时间框架中的百分比 1． 0% 38． 6% 60． 5% 13． 2%

未来
频率 2 10 25 37
时间框架中的百分比 5． 4% 27． 0% 67． 6% 1． 6%

混合
频率 2 119 104 225
时间框架中的百分比 0． 9% 52． 9% 46． 2% 9． 6%

从时间框架来看，《纽约时报》的报道以过去框架为主，超过 75%。这是报纸注

重报道突发事件，以及纠结于历史纠葛的结果。相比而言，报纸并不注重现状的展

现和分析以及未来的走向分析，现在框架仅占 13． 2%，未来框架则只有 1． 6%。这说

明《纽约时报》的报道重在展现发生了的暴力、混乱和对抗的片段，以及冲突的历史

性，却缺乏对整体现状的反映和更具建设意义的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因此在这种时

间框架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就堕入了一种给定的历来如此、无力改善的境况。马尔

科姆认为这种“古老的民族仇恨”非常具有误导作用，它使历史上民族的共存和合作

都被消解了。① 这种框架被加尔通界定为消极地聚焦于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战

① Noel Malcolm，Kosovo: A Short Histor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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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暴力成为唯一手段，与积极地在长远框架下聚焦解决方案的

“和平框架”正好背道而驰。①

同样，通过表-4 可以看出，报道中中国主体社会偏负形象的形成，与突出过去冲

突事件和历史纠葛的报道框架有很大关系。过去框架中的形象排名与总体的形象

排名相吻合( 参见图-2) ，但过去框架中的负面形象又高出近 2 个百分点。到了现在

框架中，中性形象的比例则大大提升，占到了近 61%，负面形象下降到了 38． 6%。而

到了未来框架，中性形象进一步提升，接近 68%，正面形象也上升到 5． 4%，负面形象

只有 27%。可见《纽约时报》正是通过对历史纠葛和冲突事件的放大，对总体现实和

未来举措的淡化，塑造了不利于中国主体社会的形象，使分裂行为合法化。
( 五) 破坏性媒介事件的跨国视野

《纽约时报》的报道证明，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的

国内问题，国际形势和国际利益已交织其中。从报道涉及国家和地区这个指标来

看，超过 1 /4 的段落涉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或组织。
其中美国的利益视角最明显，是涉及段落最多的国家，共有 192 段，以重点呈现

美国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反应和举措。其次比较突出的是与中国有着跨境民族和宗

教关系的周边国家。围绕西藏和新疆问题，在《纽约时报》报道涉及的中国周边国家

中，西南与西北邻国占了主要部分。西南邻国最为集中，共涉及 181 段，其中印度有

90 个段落、巴基斯坦为 35 段、柬埔寨 34 段、缅甸 6 段、老挝 5 段、尼泊尔 5 段、越南 4
段、泰国 2 段。西北邻国共涉及 28 段，其中阿富汗 15 段、哈萨克斯坦 3 段、蒙古国 3
段、俄罗斯 3 段、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及塔吉克斯坦都是各 1 段。此外，还

涉及东北邻国日本 11 段、朝鲜 5 段、韩国 2 段。
可以看出，邻国视角是与国家的民族宗教敏感度而非国家实力成正比，其中对

西藏问题最敏感的印度涉及最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则因伊斯兰教和恐怖分子活动

频繁等问题，也涉及较多。柬埔寨因分裂分子的引渡问题，也被凸显出来。另外，具

有宗教渊源的中东国家也有所涉及，包括伊朗 7 段、苏丹 3 段、沙特 2 段、埃及 1 段、
土耳其 1 段、中东作为整体 1 段。俄罗斯和日本虽然是中国的相邻大国，但与中国在

民族问题尤其是宗教问题方面敏感度不高( 俄罗斯国内民族问题自顾不暇，日本在

中国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鲜有敏感利益) ，其视角并不突出。
与《纽约时报》对人权民主主题的侧重相吻合，该报在报道中国民族问题时还较

明显地涉及人权组织。其中“人权观察”44 段、“大赦国际”8 段、“中国劳工观察”2
段、“医生无国界”2 段。通过这些组织，《纽约时报》进一步在报道中投射了美国的

价值观利益，同时这些人权组织的出现也使得肇事者的行动得到了西方眼中正义第

三方的支持，进一步完成了行动的合法化。
此外，肇事者背后的分裂组织也得到了不少关注，尤其是新疆的分裂势力，他们

① J． Galtung，“On the Ｒole of the Media in Worldwide Security and Peace”，in T． Varis，ed． ，Peace and
Communication，San Jose，Costa Ｒica: Universidad para La Paz，1986，pp． 24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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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加激烈的暴力手段，使原本鲜为国际所知的分裂组织及其诉求得到传播。具

体来看，涉及“东突”的有 23 段、“世维会”8 段、“自由西藏”9 段、“西藏国际运动”1
段。可以看出，分裂组织通过暴力引发媒介事件，达到了增加曝光、获得国际关注从

而加强其组织合法性的目的，而且这种关注也与暴力程度形成正比。
尽管《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投射了较为复杂的国际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并

没有突出国际治理机制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这与时间框架缺乏对解决机制的关注

是相吻合的。就数据来看，《纽约时报》报道涉及的国际组织共 30 段，其中提及联合

国的相对最多，有 20 段，此外欧盟 5 段、国际奥委会 2 段、亚太经合组织 2 段、西方八

国集团 1 段。由此可见，即使将中国的民族问题放置于全球背景下，《纽约时报》体

现的仍是不同国家或组织利益的考量或竞争，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仍是基于消极

的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从而缺乏对积极的国际合作或协调的治理机制的关照。

三、中国民族问题成为全球性媒介事件后的国际传播路径

前文提到，关于破坏性媒介事件是肇事者与媒体的合谋这一点存有争议，尤其

是在国家的框架内部，当媒体、公众和政府在经过最初的惊慌和混乱之后，当政府拿

出重新整合社会的措施后，公众和媒体在维护国家秩序、社会制度和主流价值观的

共识下，会和政府的议程逐渐靠拢，从而重新共建国家共识。但是就中国民族问题

的国际性媒体事件而言，他国媒体和他国公众与事件发生国———中国的主流社会及

政府不再共享国家秩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利益。相反，肇事者在媒介事件的策

划过程中积极迎合了国际主流媒体所在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于是卡茨所说的破坏性

媒介事件的核心意义被充分体现，媒介议程与肇事者的议程达成一致，这一过程中

主流社会和政府的国际议程则完全失控，肇事者的媒介诉求基本达到了。破坏性媒

介事件的得逞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全球语境是影响深远的，它引发了全球关注，引导

了国际舆论，形塑了问题，最后整个中国民族问题的状况都被破坏性媒介事件所定

义，形成了这一话题的特定语境。
因此，破坏性媒介事件的国际影响力大于国内影响力，在国内事务与国际问题

越来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1． 信息的及时公开。由于外国媒体采访条件的限制，破坏性媒介事件的发生容

易出现媒体不在场的情况，如果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采取过于保守的态度，就很容

易造成渴望信息的外国媒体与有备而来的肇事者 达 成 议 程 一 致 的 结 果。相 较

“3·14”事件的信息滞后，“7·5”事件后我国对事件进行公开披露，主动邀请外媒记

者实地采访，已显示出较大进步。《联合早报》驻京记者韩咏红就认为，中国政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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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动提供信息、应对突发事件的速度之快，开放程度之高，令其大为惊讶。①

2． 传播中国少数民族常态生活，增加国际社会的全面了解。西方媒体对中国民

族问题的碎片化镜像，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情况的陌生。在上述开放信息渠

道的前提下，我们应多让世界媒体走进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让世界了解中国多民族

融合的真实情况。我国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有血有肉的

精彩人物都应走进世界媒体，以突破因缺乏了解带来的破坏性媒介事件框架。
3． 加强对民族问题的信息预警机制。鉴于民族分裂分子对破坏性媒介事件的

利用，加强信息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是防范冲突和加强议程控制能力的重要途

径。2008 年初西方媒体就开始报道境外藏独势力试图阻挠北京奥运会的信息，但我

们的预警系统未能有效防范;“7·5”事件的导火索———广东韶关的汉维员工群殴事

件后，预警系统也未有效启动，结果引发了更大的骚乱。因此，建立全方位的信息预

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以粉碎肇事者“绑架”全球眼球的阴谋。②

4． 鉴于民族问题当下的国际化特点，推动国际合作机制的设计，更是改善全球

语境的根本出路。国际合作框架能够使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媒体具有共享的利益和

观念，从而有利于打破肇事者对国际议程的控制。美国政府就在“9·11”以后将反

恐上升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使得美国的反恐战争成为全世界的反恐战争，

全球同仇敌忾，积极开展不同层面的合作。全球媒体也将此作为重要议题，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十字军东征、穆斯林极端分子等反恐式话语成为流行词汇。③

这种全球框架，使得美国在度过初期的震惊、恐惧、伤痛和混乱后，牢牢掌控了“9·
11”事件的世界议程，成功引导了国际舆论。鉴于中国民族问题与不同问题的缠绕

以及与国际社会不同层面的相互渗透，我们首先应该找到一些国际社会共享的利益

和价值诉求点，比如在世界和平、地区安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甚至是地区

发展、边境贸易、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此外，我们也要探索联合国、地区组织

以及各种类型的国际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就为在既有国际格局中防范民族分

离运动提供了一个合作框架，签约各国都承认既有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合法性，不支

持各成员国内的少数民族谋求与既有国家分离并试图与另一国家内具有共同族裔

起源的民族相合并的分离运动或泛民族主义运动。④ 而从宏观来看，民族问题是很

多国家都存在的共性问题，需要人类社会共同探索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打造国际认

同、建设国际合作框架，是改善中国民族问题全球语境的积极出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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